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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年 10月金融海嘯以來，全球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對於地方社會
所帶來不同程度與形式的影響，逼使研究者必須認真思考：何以我們自身及

研究對象所生存的社會文化竟是呈現今日這般的樣貌？特別是如今已成常民

知識用語的「全球化」，究竟是在怎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下所產生的？

本文立基在黃應貴 （2008a, 2008b） 近年來對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形構與全球擴
張如何對地方社會進行區域再結構的討論，聚焦討論新自由主義秩序如何在

地方社會造成新的社會形構 （social formation）。此處所稱之社會形構，並非
字面意義上社會關係之形成，而是接近基進政治經濟學傳統，關注經濟作為

一種結構性力量如何對人類社會活動與制度產生作用。筆者以之為起點，並

不意味著本文將在當代的情境中重述庸俗的經濟決定論；相反地，正是因為

台灣人類學界長期缺乏基進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傳統，使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的

劇烈變動與發展異常冷漠 （黃應貴 2008a）。同時，這意味著本文的分析將與 

「全球化」 背後的政治經濟範疇與知識預設彼此相互斷裂 （謝國雄 1997；
Bourdieu et al. 1991;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以重新解析 「全球化」 預
設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其具體作為造成的社會後果。如此，研究者才能掌

握結構性力量的運作，並如實辨明行動者如何在結構力量的運作中展現能動 

（agency）。
扼要地說，所謂的 「全球化」 指涉了資本的自由流動 （Touraine 2001:14）。

1970年代末期以來，英美兩國採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思維以進行整體經濟結
構的重組，以因應與解決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內蘊之平均利潤率下降的

危機。首先，相對於過去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民族國家的興起乃一體兩面，新

自由主義政治論述，一方面強調個人主義與自由，另一方面以經濟市場的開

放及政府對國內經濟活動進行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 與鬆綁 （國營企業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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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構一能充分實現個人主義與自由市場的場域。其次，美國以 「供給面
經濟」 的經濟政策，即降低成本及伴隨而來的勞動彈性化政策，以應付當時
全球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帶來的高失業與高物價的經濟滯脹 （stagflation） 這個
前所未有的經濟問題。就美國本土而言，在美元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後，第

三世界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與美元外債的同時增加，連

帶著全球的信貸膨脹，加上國家解除金融管制，而使得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

再度結合。鬆綁的金融市場成為較生產部門更能實現快速獲利的場域，於是

投機事業與日俱增，使得 80年代以後的資本主義危機以第三世界國家的金融
危機形式出現。受金融風暴所害的國家為解決積欠資本主義大國的高額外債，

只得接受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的援助。弔詭的是，援
助貸款是來自資本主義大國的跨國銀行，貸款條件是受助國必須接受結構性

調整措施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這意味著政府失去了經濟主權，同
時也避免了跨國銀行倒閉。另外，貸款給落後國家以進行經濟重整的世界銀

行 （World Bank），意在影響其重整方向；而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的成立加速了商品貿易自由化，擴張資本自由流動的範圍，並
保護外來投資者 （金寶瑜 2005）。

就單一民族國家的層次來看，當代新自由主義秩序呈現的糾結樣貌與運

作方式，實涉及個別國家於採行新自由主義之前的社會形構 （特別是國家與
經濟的相互關係，以及該形構所涉及的其他社會文化價值） 與邏輯。例如，
瑞典在採行新自由主義之前已有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

與政府照顧弱勢的社會福利制度並行不悖，進而強化了群眾的國家意識 

（Harvey 2005）。同樣擁有社會福利制度的英國，儘管政黨輪替影響了新自由
主義思維的運作方式，該社會最重要的爭辯焦點在於：國家應該扮演怎樣的

角色？相對於保守黨全面擁抱新自由主義的作法 （即使其於 2008年與自由民
主黨組聯合政府時亦然），工黨對國家的角色則是隨著社會生活場域的不同而

分化：在經濟上，國家看似遵循小政府的立場以促進經濟發展；在社會福利

與社區生活方面，工黨尚能堅持其認為國家應介入社會生活的安排以保障人

民基本生存權利的左派立場。再如，委內瑞拉因為經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治理，而能找到特有的方式來實現新自由主義經濟。正如人類學向來主張資

本主義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必須與地方社會相會辯證的建構，新自由主義經濟

結構在全球的擴張與實現，並非經濟邏輯單一力量即能造成的結果，更非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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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必然 （參見黃應貴 2008的討論）。
在地方社會層次，新自由主義秩序是以怎樣方式產生作用？在地方社會

脈絡中呈現怎樣的樣貌呢？以下筆者將分別從當代的政治、經濟、個人與家

庭及宗教等層面加以闡述。就政治而言，資本的自由流動與國家對經濟主導

權弱化的結果，就是民族國家界線的鬆動、社區與志願性社團 （如工會） 的弱
化甚至消弭，以及政府淪為治理機構且對經濟主權的關注勝過政治主權 （黃
應貴 2008）。資本的自由流動與擴張，更加速了人在不同地區與國家間的流
動，而個人身分認同 （如社區成員與公民身分） 不再受限於地域界線，而是因
著時空情境而更形多元、乃至破碎 （Ong 1999）。其次，相對於國家政治，當
代的地方民族主義在人們政治生活中實扮演要角：英國蘇格蘭，因其向來主

張文化傳統與語言特性，而逐漸在民族國家中取得政治上的相對自主性，如

蘇格蘭議會主導該地區的文化教育政策；西班牙 Catalonia地區，更在新自由
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與法國南部結合而形成經濟文化體系 （參見黃應貴
2008b）。再次之，與國家政治日趨衰微有關的現象是，政治人物著重表演而
將政治美學化，忽略了政治具有為人們生活進行妥善且合乎公平正義的安排

之倫理學意涵 （Harvey 1989）。儘管政治的美學化有助於取得政權與獲取個人
支持度，若加上任內經濟得以穩定、成長，將有助於聲望提升 （如美國總統
Ronald Reagan、Bill Clinton與英國首相 Tony Blair），然若執政不力，加以政
府過度偏袒資本家的利益，則會逐漸加深人民對政府官員與政治人物的不信

任，進而對政治冷漠。

但是，人民對國家政治冷漠並不意味他們不再關心公眾事務及公共議

題，更不隱含群眾喪失藉集體行動以改革社會的能力 （capacity）。事實上，
新自由主義秩序下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往往是透過單一議題以形成暫

時性的群體，甚至因活動議題訴諸普世價值與人道關懷，而能獲得國外相關

團體的呼應、協助 （參見黃應貴 2008b的討論）。區辨與探究政治生活的新基
礎與行動方式，實涉及了當代人們究竟以何種方式來介入、甚至是影響公共

領域的形塑及未來社會可能改變的方向。正如 Alain Touraine （2001） 指出，
新的政治經濟情境將塑造 （shape） 新的行動者。有別於過去對抗宰制力量的
強力抗爭，新的社會運動通常關注人類存在、強調眾人承認的個人權利，並

主張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權利 （例如居住安全、穩定就業與消滅族群歧視），
故這類社會運動的訴求常充滿著個人倫理乃至於道德上的需求；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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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行動者在社會運動中帶入 「對社會的嶄新見解」（an innovative conception 
of society）（Touraine 2001: 2），隱含了社會政治上的改革與創新之可能。

就經濟生活而言，最能凸顯市場機制在地方社會生活的有效運作與深化

的，莫過於商品化的標的與層面的擴張。除了較具爭議的身體器官與性產業

之外，文化更是當代商品化過程最為顯著的標的與對象。因而，文化產業與

商品、文化遺產與生態觀光旅遊成為當前最蓬勃的新興產業，重新形構了經

濟生活的分化、創新與重構。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文化產業與商品的生

產往往與 「族群性」（ethnicity） 的當代建構密不可分：在地文化形式、經濟生
產與弱小群體的集體身分之間環環相扣、彼此蘊含。這不僅模糊了我們以往

對 「族群性」 的看法，逼使我們去思考：在當代的情境下，族群是否仍然可能
作為一個有效再現當代社會現象的概念呢 （黃應貴 2008a） ？另一方面，研究
者必須省思：究竟 「族群性」 所指為何？至少，根據 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9） 的研究，當代 「族群性」 的蘊義，是關於當地人對自身處於當代高度
變動情境中的在世存有 （being-in-the-world）。

其次，文化形式的商品化過程，呈現了當代經濟生活交錯並糾結了智慧

財產權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文化商品的生產涉及了以下幾個層面的

問題：其一，誰有資格宣稱自身對商品化之文化形式的所有權？其二，誰有

資格分配文化形式商品化之後所創造的利潤？其三，文化商品的生產、消費

與流通，究竟意味著一種怎樣的經濟方式？特別是，文化商品的生產採取的

萃取剩餘價值的形式如何有別於過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四，為何工資

範疇所預設的等價交換能深入地方社會，使其成為理所當然的交換形式？何

以能有效運作？在地方社會中，智慧財產權的爭議看似法律問題，實涉及了

資本主義實踐的基本問題，意即，國際經濟社群試圖灌輸某種特定的經濟意

識形態並試圖掩蓋剩餘價值的萃取，好使特定人群能對人類共享的知識與創

造成果之近用 （access） 加以壟斷 （鄭瑋寧 2010）。過去智慧財產權與文化產
業的相關研究，多聚焦於地方社會與國家對於物、人與所有權的認識差異所

帶來的法律鬥爭，甚少意識到乃至於嚴肅去處理這類經濟實踐所引發的法律

規範與爭議，恰恰呈現了民族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所帶來的社會形構

過程中不斷弱化，而僅能在一定的社會範圍內進行治理 （governance）（黃應
貴 2008b）。另一方面，文化形式的商品化使得物化的 （reified） 文化概念更為
普及；面對此情境，人類學研究必須更細緻地區辨 「文化」 的層次並將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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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此才可能對 「文化」 重新概念化。進而言之，藉由對當代文化商品化的
現象進行細緻的勾繪與深度思辨，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 「文化商品的生產是
否有助於地方社會集體認同的形塑」 這個問題，而思考出更貼近社會實在的
深刻答案。

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社會形構而來的資本快速流通，必須解除金融市場的

障礙以促進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投機經濟的盛行更體現了馬克思所提出 
G––G’ 「貨幣資本 –– （賺取利潤的） 貨幣資本」 的邏輯。資本家與善於運用金
融知識者從事投機事業而得以快速累積財富；同時，衍生性金融商品更是這

類金融制度所創造的 「最佳商品」，完美地體現了 「買空賣空」 的經濟邏輯。
事實上，這類金融活動宛如博弈資本主義 （casino capitalism），不斷地出現並
滲入各項社會文化活動，乃至成為國家籌措財源的一部分。例如，國家與民

間主動設立各類彩券機構，並將彩券所得盈餘的一部分作為社會福利之用 

（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0），代替國家照顧弱勢的責任。又如，2010年南
非所舉辦的世界盃足球賽，許多相關活動設計及環節，都關聯到這類強調投

機與快速致富的經濟活動。甚至，冰島政府將自身當成避險基金 （hedge 
fund） 來運作，設計許多金融商品以進行槓桿操作，在短時間內迅速累積國
家財富。然而，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後，冰島政府無力挽救金融虧損，亦無
法償還他國債權人，最後只得宣告破產。

另一方面，隨著資本自由流動與工廠外移至薪資水平較低國家的情況日

益頻繁，受薪階級因著企業降低成本以賺取更多利潤的經濟結構而淪為收入

的中低層，進而造成中產階級萎縮之勢。而企業以降低成本為由，開始引入

彈性勞動與派遣勞力，甚至遊說政府使派遣合法化，免除了雇主對受雇者的

義務，使得勞動力的商品化程度更為徹底。例如，日本於 1980年代末期經濟
泡沫破滅，使得二次大戰後日本企業作為家的擴大的相關制度 （如終身雇用
制、年功薪制及 「公司如家」 的倫理），因無力負荷高薪階級的薪資，不得不
廣泛實行彈性勞動 （山田 2001）；此時，企業財團紛紛強調政府應扶植企業以
拯救經濟成長，導致非典型就業與派遣成為勞動市場的常態 （湯淺 2010），個
人成為在勞動力市場上販賣勞動力的自由人。更弔詭的是，國家支持企業降

低成本所創造出來的經濟成長與利潤，並未提升社會整體的生活水平，關注

反而更加集中在資本家階級。

國家為實現經濟成長而向企業傾斜，造成勞動條件的惡化，若再加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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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原就缺乏公平的賦稅制度以實現分配正義的話，貧富差距與社會階級之間

的鴻溝必然加劇。社會對立與階級衝突所呈現出來的樣貌，實與各國／地方

社會原有的社會文化形構有關。以日本為例，二次大戰之後形成的現代家庭

體制落實了父母對小孩的寵愛 （落合 2010），在經濟泡沫破滅後，出現了一群
能繼續與父母同住並享受其財富的年輕人 （被稱為單身寄生貴族），他們將工
作與勞動趣味化 （甚至創造了新的職業類別），使其無涉維生邏輯，無須努力
即能晉身有錢有閒有品味的 「現代貴族」 階級 （山田 2001）。對照之下，原本
出身貧困家庭的青年，身處在以彈性勞動與派遣為常態的經濟制度和高度商

品化的教育體系中，連維生的社會工資都幾乎不可得，遑論藉教育以達成社

會流動 （湯淺 2010）。比較而言，在南非，當地人身處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帶來
的重消費輕生產、個人選擇的自由與快速致富的可能性等形成的 （虛假） 承諾
與希望中，卻受困於日漸惡化的貧富差距與就業狀況。這不僅激化了社會對

立，更使底層年輕黑人對現實感到絕望與悲觀。在當地，巫術不僅被視為快

速累積財富的技術，更是居民面對與應付經濟剝削與階級衝突的憑藉。就此

而言，當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被建構為神秘經濟 （occult economy）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9），而階級衝突被再現為世代的衝突。

猶有進之，個人在就業上的受挫與被迫接受更惡劣的勞動條件，被歸因

為是個人缺乏競爭力，社會上甚至出現勸誡申請工作者應 「擦亮個人資產」
（polish your assets） 的聲音 （Willis 2010），無視於這些人毫無資產的事實。這
種 「個人負責論」 的說法體現了政府的無所作為 （甚至成為卸責的託辭），更
凸顯出個人作為新自由主義秩序運作的單位之獨特意義。弔詭的是，部分處

於底層的人甚至發展出彈性勞動乃是一種容許表達個人自由的生活方式，讓

自己繼續安於底層 （黃應貴 2008b）；個人主體性的展現與個人能動的實現，
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經濟被物化為不可撼動的結構性力量。這些現象使我們必

須面對：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中，階級究竟是在怎樣的社會制度中被形塑出來

的？在地方社會，階級衝突又是經由怎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關係而被折射

與呈現出來呢？甚至，階級關係與鬥爭是如何被掩飾或再現為其他群體間的

衝突對立呢？個人在階級意識與關係的形塑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起了

怎樣的作用？階級意識如何糾結了結構力量與個人主觀意願？

資本自由流動及個人主義的有效運作，進一步影響並形塑當代家的性質

與構成。就經濟層面而言，國家對公共土地與社會空間的使用與擁有解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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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容許個人將住宅與土地金融商品化為投資與獲利標的，甚至容許外資投

資住宅，藉轉手賺取利潤，導致房價飆漲，創造了經濟泡沫。然而，一旦房

價崩跌造成經濟泡沫破滅 （1980年代的日本與 2008年的美國），首當其衝的
必然是受薪階級家庭。事實上，當整體經濟環境不利於社會中低階層的維生

時，勢必影響其成家和生育後代的意願 （日本是最明顯的例子）。以此觀之，
國家解除各項管制而放任金融市場 「自由」 運作的後果，竟危及社會中低階層
的家之維生和繁衍。就個人層次而言，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使得個人主義與

個體性更形凸顯、強化 （黃應貴 2008b），而個人情緒與欲望得以成為社會生
活運作的重要機制，進而影響了當代的家的構成與形貌。在十九世紀的西 

歐，浪漫愛作為婚姻與家庭的基礎是伴隨資本主義而出現的，從而有核心家

庭的形成與 （男主外、女主內） 性別分工的安排，並進一步促成母愛的浮現，
以及小孩成為需要被呵護、疼愛與教育的對象等當代核心家庭的內涵。至 

此，核心家庭成為私人的、攸關親密性的領域，有別於資本主義經濟與公共

政治領域。例如，日本在二次戰後才形成類似西歐的核心家庭，而面臨 80年
代末期經濟泡沫破滅後，家庭主婦為家計開始外出工作。女性經濟自立這類

個人主義思維使得家庭生活不再成為人生的必然經歷，而是個人生活方式的

選擇。這些進程使得當代於家的理想、生活安排與實現呈現多重樣貌 （落合
2010）。

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與個人焦慮的遍在，更關連到當代新宗教活動的方

興未艾。事實上，基督教的五旬節靈恩運動 （Pentecostal-charismatic 
movement） 遍及南北半球，其發展往往與人們在資本主義中的異化處境有關；
而在不同的社會中，這些宗教實踐經常與當地人對新的社會秩序之想像及個

人對未來的期盼 （anticipation） 彼此結合、相互強化。例如，在北美與瑞典發
展出的靈恩實踐及豐盛福音 （prosperity gospel），強調宗教聚會乃是為了祈求
個人經濟上的成功及獲利，公開表明宗教的靈性活動關連到甚至有助於個人

世俗的經濟成就，這類福音對中產階級特別具吸引力 （Coleman 2000; 
Comaroff 2009）。在非洲與拉丁美洲，靈恩運動往往作為當地人抵抗資本主
義造成貧富差距的憑藉。不容否認，人們熱衷參與新興宗教的活動的確關連

到其所訴諸的人道關懷，而在此同時，宗教團體的確對新自由主義秩序中公

共服務與社會福利的商品化現象，提供了一股救濟的力量 （Comaroff 2009）。
然而，僅以西方學界風行的世俗化觀點來對當代新興宗教方興未艾進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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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式的解釋，顯然無法解釋何以個人會對新的社會秩序與個人存在有所想像

與期盼。再者，即使是基督徒，在不同教派的活動之間流動的現象其實相當

普遍。這現象挑戰了研究者認為信徒身分與宗教團體之間理應存在著一對一

的關係的思考慣性，更凸顯出個人能動必須被納入我們理解當代宗教性質的

探討之中。此外，當代個人主義的有效運作，使主體性得以發揮，但是個人

卻因為原有的社會連帶與安全網逐漸消融，而會產生孤立、無助甚至焦慮不

安的感受 （黃應貴 2008b）。個人身處於當代高度不可預測與不確定的社會情
境而產生這類情緒與心理狀態，與其對宗教活動的熱烈參與，無不相關 （黃
應貴 2008a）。這導向一個根本問題：對生活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中的個人而言，
宗教究竟意味著什麼？前述各種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當代宗教現象，提醒著

我們不能再拘泥於過去從教義與固有的儀式形式去理解宗教的知識論，而必

須在新的情境中重新具體且細緻地勾繪宗教對人的意義，以掌握其存在論上

的獨特意涵。

更根本地，這些新的現象更逼出了一個當代人類學研究必須面對知識本

體論上的問題：究竟在此一劇烈變動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下，什麼才是被研

究者真正關切的問題？這問題必須從紮實且長期的人類學田野工作著手，才

有可能掌握。其次，正如 John Comaroff主張在新自由主義情境下，人類學家
應該以更嚴謹的態度來建構被研究對象，同時其分析必須跳脫學界視為理所

當然的知識範疇與理論預設 （Comaroff 2011）。對此，筆者贊同，因為唯有對
人類學既有知識範疇與預設有著嚴謹、批判的態度，才可能建構出貼近當代

社會實在的 「新的觀念及新知識」（黃應貴 2008a: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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